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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和“全面三孩”时代的背景下，进行我国各地区差异化生育水平的比较研究，对

各地区发展“因地制宜”的生育支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立“个人–家庭–社会”的生育行为

驱动因素框架，选取我国31个省份作为案例地区，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各地区差异化

生育水平的背后成因。研究发现：1) 地区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和驱动路径存在多种复杂组合，可以分为

传统生育文化主导型、生育政策主导型、人口流出主导型和城镇发展主导型；2) 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是影

响我国生育水平的重要条件；3) 在地区生育水平差异化的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生育保障政策

措施对维护良好的生育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我国生育水平背后多重因素间

复杂互动本质的理性认识，并为地方生育保障政策发展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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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persistently low fertility rate and the era of “three childr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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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tiated fertility lev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ly adapted”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in each region. 
Therefore, we establish a framework of “individual-family-society” a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fertili-
ty behavior, select 31 provinces in China as the case regions, and us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
ative analysis to study the causes behind the differentiated fertility lev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re are various complex combinations of factors and driving 
paths of regional fertility levels,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as traditional fertility culture-dominated, 
fertility policy-dominated, population outflow-dominated, and urban development-dominated; 2)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urbanization are important conditions affecting China’s fertility levels; 3)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iated fertility levels in the regions,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all levels 
have been actively developing the fertility protection policy and measures to maintain a good fer-
tility environment.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help to deepen th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among the multiple factors behind China’s fertility level, and 
bring useful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fertility protec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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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高龄少子化的特征，根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仅

为 1.3，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发展水平，这显示着我国已经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为改善这一系列问题，我国在 2013 年 12 月 28 日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全

面二孩”政策，2021 年 5 月 31 日，出台了“三孩生育政策”。但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生育率并没有

得到显著的提高。 
在生育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建设并完善生育支持支持体系有利于提升我国整体生育水平和人口质

量。2021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以下简称为《“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

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2022 年 7 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健全服务管理制度，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以上政策明确了建设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目前我国各地区在生育政策设计与生育

支持政策落地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各地区不管是对于生育支持政策的发展还是对于妇女儿童的

权益保障都还远远不够[1]，这可能是因为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政策效果未知[2]，鼓励生育的政策实施

成本大于抑制生育所投入的政策成本[3]，导致各地区对于大力推进生育支持保障体系建设仍处于观望状

态。 
顶层设计的政策调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可能表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对于地区人口状况和地区生育

预期之间的判断存在差距。毕竟，我国生育水平还存在一个显著特征，我国生育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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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人口生育水平始终高于东中部地区[4]。北京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为 0.868 和 0.740，而贵州、

广西等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为 2.118 和 1.936。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

是传统社会观念和生育文化的影响。然而，各地区生育水平之间的复杂影响因素和差异化生成逻辑尚未

得到证实。 
因此，在生育率持续低迷和各地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刚刚起步的双重背景下，研究我国现阶段

各地区差异化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条件组合路径，对推进我国各地区生产“因地制宜”的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促进本土生育率回升和建设本土生育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 31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个“个人–家庭–社会”的生育行为驱动因素分析框架，并

运用 fsQCA 方法分析了影响生育行为的复杂因素和地区之间差异化的组态路径。试图在研究结果中发现

关键性的组合路径，从而以更客观深刻的角度去理解生育水平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并能有针对性

地建设与不同地域生育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生育支持体系。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2.1. 文献回顾 

生育水平是个体生育行为的集合，生育水平主要是通过各种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造成的。受到

社会、经济、制度等环境的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背离的现象[5]。因此，总结

现有影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考察其对各地区生育水平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一类是理论研究，总结影响我国生育意愿

和生育行为的复杂影响因素，一类是实证研究，验证影响因素与生育意愿或生育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

现有低生育水平的定量研究中存在政策建议较笼统、定性研究中存在低生育问题关注不足的问题，我国

生育研究亟需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结合。 
在理论研究中，杨菊华提出生育支持的分析框架，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和社区等支持主体，给家

庭生育决策的利益相关者提供生育的时间支持、资金支持、公共服务供给和就业支持等，并与外部的制

度和社会环境形成互动[5]。刘卓在总结我国生育水平变动三阶段的基础上，总结影响生育水平的主导因

素是社会环境、自然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现阶段生育水平变动的主导因

素是生育成本、社会文化观念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复杂叠加[4]。张孝栋在我国低生育率的背景下，从经

济、社会、家庭、制度和文化规范五个方面解释了影响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从女性生命周期、

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等方面刻画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6]。 
也有学者从人口发展规律的视角出发，认为提高我国生育率需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

虑，包括减轻家庭在教育方面的经济和时间负担、缓解育龄人群的教育焦虑等，从而构建生育友好型、

家庭友好型社会，帮助育龄人群平衡工作与家庭[7]。杨柠聪结合国内外文献，总结了经济因素仍然是影

响人口生育的关键因素，还讨论了受教育程度、社会福利因素、外部环境、公共服务、身体健康、个人

经济、朋辈压力、户口制度和职业性质等因素对人口生育的影响[8]。 
风笑天认为目前对受教育程度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相关关系存在争议[9]。因此，相关研究

还需进一步验证和挖掘。韩振燕基于妇女福利的视角，认为生育津贴和产假、求职中的性比偏见、女

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妇幼保健医疗水平、儿童照料和学前教育是阻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10]。 
在我国大多数的育龄家庭中，子女抚育可能会增加女职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11]，生育行为对女

性的劳动收入在生育当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2]，这其中又同时受到传统社会观念中性别比不平等、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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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观念的影响[13]，祖辈照料和儿童托育服务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有孩家庭在抚育与工作上的矛盾。 
也有研究指出社会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越高，家庭生育意愿越高[14]。但是，我国部分省份的生育保

险基金出现了赤字，以宁夏省为例，二孩政策下生育率的提高增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的累计赤字[15]。这可能影响到地区生育保险保障水平的降低，从而影响到家庭生育决策。 
最后，不少研究讨论过城镇化、受教育水平、房价等因素与生育水平的关系。杨华磊在宏观视角上

讨论了城镇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认为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对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是轻微的，在区域层

面上，城镇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可能呈现出 U 型关系，即城镇化较低的区域可能会降低生育水平，城镇

化较高的区域可能会提升生育水平[16]。王金营基于北方七省市的数据，认为教育、时间精力、房价成为

限制生育行为的“新三大因素”[17]。 
综上所述，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研究存在三大问题：首先，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缺乏有效

的融合；其次，学界在对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相关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最后，现有研究缺乏对不同

地区的比较研究和深入挖掘。 

2.2. 分析框架 

在组态视角下，多重影响条件相互关联并通过联动匹配共同影响结果构成，对多重条件组态

(Configuration)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多重影响因素驱动下“同因异果”、“异因同果”的复杂因果机理[18]。
因此，组态分析有利于对我国各地区现实生育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各地区能够在组态分析的基础上依据

差异化的生育水平主导因素，针对性地发展有利于本地生育环境的政策措施，从而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

的建构。同时，借鉴以往对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辩证互动关系来看，个

人因素、家庭需求和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生育决策和生育水平的影响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因此，本文基

于个人–家庭–社会三角关系，搭建一个多层次且全面的框架，对影响中国各地区生育水平的驱动因素

进行组态分析。在此框架下，将考虑到个人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如家庭代际支持；以及社

会因素，如社会观念、政策因素、人口流动和城镇化。 
首先是个人维度。生育行为关注微观个体的生育结局，个体的生育水平直接影响社会总体生育水平

[6]。研究表明，个人受教育水平对个人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有重要的影响。现有研究对受教育程度与生

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并不确切。有研究表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意愿的数量和水

平越低[19]，也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反而越大[20]。因此，本文纳入受教育程度

作为个人维度影响生育水平的主要条件变量。 
其次是家庭维度，家庭在生育行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研究发现，祖辈支持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有积极影响[21]，由于幼儿照料压力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家庭代际支持成为促进各地区家庭

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最后是社会维度，包括社会观念不平等程度、生育制度、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等因素。社会观念对生

育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性别不平等方面，研究发现，大多数家庭中母亲始终是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

当家庭和工作发生冲突时，势必增加女性的生育成本，并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

的加剧成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22]，流动人口婚育人群初婚时间的推迟和生育数量的减少，也会

影响地区的生育水平。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还有许多影响因素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尚未纳入，例如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房价

和抚育成本等，一是因为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此类经济因素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决定性因素，重复研究

意义不大；二是因为在 fsQCA中纳入过多因素可能会影响组态路径的解释力度；三是因为数据的可靠性，

在 31 个省份抚育成本等数据的获取过程中，部分省份的缺失值过多，会影响省份间比较研究的效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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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通过必要性分析，发现以上五个驱动因素作为单个条件因素时都不是影响地区生育水平变化的

必要条件，可以进行条件组态分析。 
综上所述，结合生育研究的相关文献和组态理论视角，提出“个人–家庭–社会”维度下生育水平

的驱动因素分析框架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rivers of fertility levels under “individual-family-society” 
图 1. “个人–家庭–社会”下生育水平的驱动因素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的优势在于其可以描述非对称的复杂因果

关系[23]。其是一种融合定性与量化的混合研究方法，强调社会科学问题的复杂性，讨论复杂影响因素及

其组合路径导致特定社会结果产生，有助于识别复杂因素组合下的因果机制及驱动变化的过程。 
因为单一前因条件很少能够充分解释某一特定结果的存在，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因素是多个

影响因素的复杂组合[8]，不同地区生育水平现状的背后存在不同的影响因素和条件组态，以往实证研究

偏重以某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于各地区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研究的深入。因此本研究在“个人–

家庭–社会”的分析框架下讨论我国低生育水平背景下各地区生育水平的复杂影响因素，分析导致各地

区生育现状差异化的组合路径。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与生育水平是明显的多因并发的复杂因果关系，因

此 QCA 方法适用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因为在隶属度中采取了更高的一致性标准，模糊集分析(fsQCA)结果通常比清晰集(csQCA)或多值集

分析(mvQCA)的结果在实证上更加紧缩，并且，本研究的变量选取均涉及连续变量的处理，符合模糊集

分析(fsQCA)的标准。因此，采用模糊集分析(fsQCA)进行数据分析，将变量转化为 0~1 的连续数值以表

示隶属程度，使用 fsQCA3.0 进行数据分析。 

3.2. 变量赋值 

首先是结果变量的赋值，从国际上来看，一般以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来衡量生育水平所处的阶段[4]。
据此，设计 2020 年的总和生育率指标作为测量各地区阶段性结果的赋值标准。其中，在 31 个省份中总

和生育率排名靠前(前 15 名)的地区为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在 31 个省份中总和生育率排名靠后(后
15 名)的地区为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条件变量通过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生育意愿、生育打算和生育抉择，从而影响个体生育行为，进而影

响各地区的生育水平。考虑到个体和家庭的生育抉择一般会在生育行为前 1~2 年发生，因此将条件变量

的时间衡量标准选择为 2017 年。事实上，不同条件变量的时间滞后性对生育抉择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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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时间序列模型的角度看，所选取条件变量影响各地区生育水平的函数的结构稳定性较难发生变化，

同时，检验结构变化也非本文关注的内容。 
具体定义与编码如下： 
首先是个人维度，受教育程度的衡量标准是各地区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占 6 岁以上总人口的比例。

其次是家庭维度，家庭代际支持的衡量标准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中各地区女性及其丈夫对 QF703
“祖辈料理家务或照看孩子”的回答。最后是社会维度，生育政策因素的衡量标准是在北大法宝中以关

键词“生育”为主检索 2013 年以来各地区相关地方法规规章条目数量总和；社会观念不平等程度的衡量

标准参考 Smith 的研究[24]采用各地区男女文盲率之比；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衡量标准是各地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本文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 2021》《中国统计年鉴 2018》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4. 我国各地区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分析 

4.1. 单因素的必要性与充分性分析 

本文采用通用的阈值设定：频次阈值设为 1，一致性阈值设为 0.8。一般而言，一致性 > 0.9 的变量

为必要条件，需要在后续充分条件时排除；一致性在 0.8~0.9 之间的变量为充分条件，即此条件能够构成

解释结果的一种路径。经过 fsQCA3.0 软件运算，生育水平的单因素的必要性与充分性运算如表 1 所示。

其中，低受教育程度和低城镇化率是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的充分条件。 
 

Table 1. The result of the necessity and adequacy calculation of a single factor 
表 1. 单因素的必要性与充分性运算结果 

条件变量 
生育水平相对较高 生育水平相对较低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高受教育程度 0.549251 0.529334 0.779010 0.841129 

低受教育程度 0.835152 0.771330 0.564094 0.583697 

强家庭代际支持 0.751719 0.697339 0.622714 0.647200 

弱家庭代际支持 0.619688 0.594489 0.708790 0.761815 

社会观念性别不平等 0.729133 0.689963 0.623942 0.661491 

社会观念性别较平等 0.642273 0.603869 0.707562 0.745330 

强政策因素 0.670317 0.659043 0.629430 0.693333 

弱政策因素 0.688087 0.623684 0.690468 0.701174 

高城镇化率 0.496577 0.505216 0.768631 0.876132 

低城镇化率 0.878250 0.772109 0.565925 0.557418 

4.2. 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设置阈值为 1，一致性水平为 0.8，PRI 一致性为 0.75。我国各地区生育水平的组态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研究发现，生育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组态分析可以分为传统生育文化主导型和生育友好政策主导

型；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的组态分析可以分为人口流出主导型和人口流入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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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fertility levels in each region 
表 2. 各地区生育水平的组态分析 

条件变量 

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  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传统生育文

化主导型 生育友好政策主导型  人口流出主导型 城镇发展主导型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受教育程度 ⊗ ⊗ ● ● ⊗ ● ● 

家庭代际支持 ● ⊗ ● ⊗ ⊗ ●  

社会观念不平等程度 ● ⊗ ⊗ ● ⊗ ⊗ ⊗ 

政策因素  ● ●  ⊗  ● 

人口流动和城镇化 ⊗ ⊗ ⊗ ● ● ● ● 

典型案例地区 西藏、云南、

甘肃、贵州 江西、广西 海南 
辽宁、内蒙

古、吉林、

黑龙江 
重庆 天津、上海、

江苏、湖北 
北京、上海、

江苏 

consistency 0.922998 0.939456 0.956218 0.951825 0.962227 0.949871 0.907317 

Raw coverage 0.541036 0.413814 0.373465 0.398049 0.295484 0.48598 0.454215 

Unique coverage 0.23666 0.0779748 0.0533581 0.0573813 0.0238096 0.050684 0.0225825 

Overall solution coverage 0.722984 0.682556 

Overall solution consistency 0.919947 0.930118 

4.2.1. 传统生育文化主导型：西藏、甘肃、贵州、云南 
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代际支持程度、较高的社会观念不平等程度和低城镇化率组合构成

的条件路径组成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我国平均值的生育图景。此类传统生育文化主导型地区生

育水平的生产逻辑在于，其一，西藏、甘肃、云南等西部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率较低甚至为负；其二，

我国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适当宽松的生育政策；其三，西部地区在性别平等领域以及婚育文化观念

中的“文化堕距”。以上原因造成后生育转变阶段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生育水平差异较大。 
虽然目前西部地区生育水平显著高于我国平均水平，但此类传统生育文化主导型生成逻辑在时间维

度上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空间维度上不具有可复制性。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素质教育的普及和人

口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等，西部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会不断下降。 

4.2.2. 生育政策主导型：江西、广西、海南 
在以江西、广西和海南为典型案例地区的高生育水平地区中，生育政策的改变是影响此类地区生育

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广西省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受民族生育

政策影响，在计划生育时期广西省普遍存在人口出生率较高、新生儿性别比偏高和生育质量偏低的问题。

在“三孩”时期，地区总体生育水平受到延续性的民族生育政策和边境复杂人口特征的多重影响，广西

壮族自治区修订生育政策的频率较高、时效性较强，呈现出相较于其他地区生育水平较高的现实图景。 
不管怎样，广西省人口内部要素仍然存在人口流失严重、劳动力资源匮乏、性别比失衡严重、人口

文化素质低、抚养负担过重等问题，同时，相较于延续性的生育政策影响，人口老龄化现状也影响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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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区的人口结构，如果实现延续性生育政策和生育友好型政策体系的有效衔接是其需要探索的重要问

题。 

4.2.3. 人口流出主导型：辽宁、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重庆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以辽宁、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重庆为首的典型案例地

区中，人口流出问题是影响其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人口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观念不平等程度通过互动对

其较低的生育水平产生影响。以黑龙江省为例，黑龙江省人口流失问题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从

人口净流入地区转变为人口净流出地区，并且其中青壮年人口流出现象突出，男性流出人口高于女性，

流出原因以务工为主，超半数流出人口有意愿今后留住在流入地。 
对于此类地区而言，人口流失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制度政策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

相关地区应从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建设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出发去留

住青壮年人口、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出生率。 

4.2.4. 城镇发展主导型：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北京 
以上海和北京为首的超大城市的超低生育率问题由来已久，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此类地区生

育水平转型较快的重要原因，同时，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政策因素和家庭代际支持会与城镇化水平一

同影响此类地区的生育率和生育环境。 
以上海为例，现有研究发现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生育意愿都在弱化、男孩偏好不强烈、一孩率

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发现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倒挂性”，这与我国生育水平较高地区

的生育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即文化程度越高、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可能选择生育二孩。并且，此

类地区存在生育行为长期低于生育意愿和婚姻与生育“脱钩”的现状[25]。这类地区提示我们要深化对于

低生育水平地区成因的探索与研究，并选择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应对超低生育率现状。 

4.3. 稳健性检验 

将一致性水平阈值从 0.8 调到 0.95 后再次进行组态分析，频数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在调整一致性

水平阈值之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认为分析结果可靠。 

5. 研究结论 

地区生育水平的差异性可能由多种影响因素的复杂组合所导致的，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组合可能会

呈现出“同因异果”或者“异因同果”的生育现实。基于以上研究空缺，本文尝试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

法(QCA)来解析多要素并发的因果复杂性问题，深入不同地区差异化生育水平的生成逻辑，从而为各地

区挖掘本土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创造良好的基础。 
本文选取我国 31 个省份作为案例对象，研究影响我国各地区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建

立了“个人–家庭–社会”三大维度的生育水平驱动路径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方

法，以生育水平相对较高/低作为结果变量，从个人、家庭和社会维度总结了五个因素作为条件变量，经

过单要素的必要性分析与生育水平组态方案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多种影响因素组合构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复杂现实。本研究以总和生育率为结果变量，运用

fsQCA 分别分析了影响我国高生育水平地区和低生育水平地区的生育水平复杂动因，并总结了 4 种生成

路径，包括传统生育文化主导型、生育政策主导型、人口流出主导型和城镇发展主导型。 
结合低生育水平地区与高生育水平地区生育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本研究认为，在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老龄化程度和社会生育观念等差异化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生育政策措施对维护良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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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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